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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

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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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肇始。佛经本是宗教传播的载体，译经则是其途径，佛经翻译的目的是为
了传播佛教，播撒福音于大众，从而争取更多的皈依佛教的信徒，事实上却无意中促成了中国翻译学的
萌起和发展。虽然战国时的《越人歌》（即广为人知的“越女求爱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史载的翻
译作品，但《越人歌》的翻译只流于传说。
一般来说，中国翻译史经历了三次大的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是由两汉至北宋，历经千年之久的佛

经翻译；第二次高潮是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对自然科学
著作的翻译；第三次高潮是“五四”前后的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多学科较大规模的翻译。有人加上解放初
期政府加强各学科门类的翻译，称之为第四次翻译高潮，又有人再加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更加如火如荼的各学科著作论文和其他资料的翻译，称其为翻译史上第五次高潮。无论如何划分，佛经
翻译都是中国翻译史的开端，引导了中国兹后两三千年的翻译事业。它对中国翻译史的奠基作用不容
忽视。
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

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到“质—文之争”再到“五失本三不易”和“五
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
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
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１］。任东升认
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安世高）———追求文雅（罗什）———信达并举（玄
奘）三段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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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论、译场等领域。本文聚焦于佛经翻译的译场制
度与翻译程序的变革，分析译经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因素，以及它们对佛经翻译活动和译本的影响。

二、译场制度

下面主要谈谈译场结构的生成、译场的南北地域性分布，以及佛经翻译程序的时代性进展。就翻译
组织而言，初期的佛经翻译主要是无组织的私译，后来出现了官办性质的大规模的译场，而且还产生了
越来越完善的译场制度。组织译场翻译佛经的方式，有助于主译、助译和参译的译者们集思广益，为译
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一）佛经翻译的科学性
佛经是宗教而不是纯文学，对教义的准确翻译是宗教的第一大要求，因而重视准确性的直译作为主

流翻译风格，但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仰者，也需要注重有文采的翻译来吸引群众。梁启超先生说过：“佛教
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３］佛典的翻译决定着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所以佛经翻译的
客观准确性要求首当其冲。虽然有人提出：翻译不是科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但是和文学比起来，翻译
的科学性更强，而其艺术性远不及文学，只是比自然科学的艺术性稍强一些而已。浙江大学教授沈语冰
先生说：“翻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求真的科学。”［４］俗话说：“戴着镣铐跳舞，也许能跳出最美的舞
蹈”①，佛经翻译受宗教因素“镣铐”的制约，既追求科学准确性翻译为求得“真经”，又需要充分发挥出它
的文学性迎合信众。两方面相得益彰确实不易，但正是在这种“戴着镣铐舞蹈”的平衡中，佛经翻译表现
出它独特的本色，将佛经教义发扬光大而泽被后世。

（二）译场的地理分布
佛经的传播和传诵形式主要有口译、笔译及传诵三种。佛经译本的扩散和接受主要途径是通过译

场译制和僧人传诵。古代的译经往往是集体合作，有口译、笔受等等，程序繁多，参与者职责分明。
历史沧桑，最早的佛经译场，已经不可考据。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当时存在于西域地区

的３６国，每国都有自己的语言，好在他们的语言都属于梵语语系，差异并不是很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
么西域高僧一般都懂得多国语言，比如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就精通数门语言。而从天竺到汉地沿途的西
域各国，当时不属于中国，但现在其中很多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仍然有一些在境外，还有已经消失了的古
国，像传说中的楼兰古城已被浩瀚的沙漠掩埋，史籍无存。考察那些古国的译场相当困难，恐难以计数。
资料显示光是现在的新疆地区考据出来的古代佛经译场就有四十多处。
至于汉语疆域的关内中原地区，佛教传播过程中的译经地点，总体上沿着北线南线两大线路分布，

译场遗迹大约有几十处，比较著名的有敦煌、凉州（也称姑臧，现甘肃武威）、长安（现陕西西安）、洛阳、建
业、江陵、庐山等处。以玉门关为界的话，敦煌为入关第一站。位于戈壁沙漠，东来汉地途经最早绿洲的
敦煌，很早就有过路僧人和佛教信徒在崖壁上雕刻的习惯，因为是沙漠旁第一站，过路商旅、信徒、游客
们要休息、停顿、补充给养，暂时住在敦煌，为了朝拜的需要，在莫高窟建筑了佛龛雕塑群。应佛教传播
的需要，敦煌建立了译场译经，著名的敦煌僧人月氏族裔竺法护及其弟子曾在此译经。敦煌还设立了佛
教学校，培养佛教人才。敦煌往东，进入河西走廊，凉州姑臧（今武威）天梯山的大佛周围，聚集了一批译
经者，五凉政权时期，前后以西域僧人昙无谶和沮渠京声为主译的译场最为著名。他们的译场有一定规
模，也曾得到凉州当政者的赞助，比如凉州刺史张轨的孙子张天锡，便亲自组织并参加译场译经活动，沮
渠京声②也是当时凉州统治者沮渠蒙逊的同族。

—０３—

①

②

欧洲民间流传典故。曾有人买一善舞奴隶跳舞表演，为防止逃跑，登台跳舞都戴着笨重的脚镣手铐，此人如此舞蹈表演二十年，

主人见其忠诚，遂解开镣铐，但该奴隶戴惯了镣铐，解开反而身体无法平衡，不能舞蹈得像以前戴镣铐那样好。后人由此得典故：“戴着
镣铐跳舞，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

沮渠京声，蒙古族人，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的族弟，受过良好教育，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和佛经翻译家，北凉灭亡后他奔走定居
于刘宋的金陵，晚年仍有译经和文学作品所出。



走出河西走廊，佛教传入中土后，一般沿着南北二线传播，沿途也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处译场。北
线有长安、洛阳等地。南线有江陵、荆州、襄阳、庐山、健康（建业）等多处。要注意的是：译场并非从西往
东按时间顺序排列，佛教最早传入的东汉，传说洛阳就有摄麼腾竺法兰译经，后来安世高、支娄迦谶也在
洛阳建立了简单的译场。支谦在吴地的建业译场是三国时期的，时间上也早于西晋敦煌的竺法护译场
以及姑臧的昙无谶和沮渠京声的译场，而东晋—前秦道安组织官办的长安译场也早于凉州译场。所以
译场存在的时间和地点是穿插着进行和存在的。

（三）译场制度的创立
佛经翻译的组织机构有“译场”和“译经院”之分。佛经译场发展轨迹是“由私译而至合译，又由小译

场而为大译场，组织及分工细密、严谨”［５］。

前秦与东晋并存时期，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规模化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
场制度。作为最早组织官方译场的人，道安在师傅佛图澄去世后，辗转南下，逗留东晋襄阳１５年，建立
僧团制度，为僧俗公开讲授佛教经典《放光般若经》等，在大江南北以致当时整个中国影响很大。前秦，

符坚专门请他去组织翻译佛经。道安在长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佛经译场，可容纳数百人同时译经，

共出经１４部１８３卷，大部分是小乘经卷。建立译场制度和道安的主旨是分不开的，生逢乱世，几经流
亡，道安意识到译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发展壮大，他提出“依国主，立佛法”的观点，据《高僧传·

道安》记载，他对弟子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６］。

姚秦即后秦时期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是道安译场制度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发展了道安的译场制
度，开集体翻译之先河。姚秦弘始三年（４０１年），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组织了大型译场来翻译佛典，出经
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达到佛经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据《出三藏纪集》卷十记载：“（秦王）乃集京师
义业沙门，命公卿赏契之士，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①堂。”［７］“罗什法师于长安逍遥园，三千僧中共译

出之。”［８］“三千学士与什参定大小乘经五十余部，唯菩萨十戒四十八轻最后诵出。”［９］可见鸠摩罗什译场
规模之大，有时五百人，有时三千人同时参与译经活动。鸠摩罗什在长安十余年，共译经３９部，３１３卷。

他早期信仰小乘后改信大乘宗教，所主译大部分经典是属于大乘佛教的龙树一支。

南部东晋辖区的九江庐山，高僧文士慧远是道安的弟子，分流南下至庐山，惠远在庐山开办译场，和
鸠摩罗什的长安译场同时，形成南北之势。“东晋十六国后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南方是以
释慧远为首的庐山僧团，北方是以鸠摩罗什为首的长安译场。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组织译场，著书立
说。”“慧远法师即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先河。”［１０］慧远译场翻译规模
较鸠摩罗什为小，出经多为毗昙学派著作。慧远与鸠摩罗什有关于译经学佛的书信来往，被称为佛学史
上著名的“南北对话”。

唐代最著名译经高僧玄奘，西游取经十余年，游学归国后，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在长安弘福寺、大慈
恩寺②等地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译场，并在慈恩寺建大雁塔藏经讲经，晚年迁至玉华宫（今属铜川耀州）继
续译经，出经数量史载最多，质量也更好，被称为“新译”时代，以别于之前鸠摩罗什的“旧译”。

在玄奘之后的长安—洛阳的义净译场、不空译场，直至北宋太宗亲自主持的译场等等，基本上都继
承沿袭了道安开创的官办译场的路子。

（四）译场创立的意义
建立佛经翻译译场的意义，在于科学性扩大化生产。一是准确的译经质量，二是规模化的译经数

量。

自道安始，官办译场建立了完善的译场制度，佛经翻译一般在朝廷支持下集体翻译，是群体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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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西安西南郊区户县的草堂寺，草堂寺至今还存在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塔。

玄奘的长安译场位于大慈恩寺西北角的大雁塔，大慈恩寺原为时为太子的李治为其母后所修建。恰玄奘西游取经回来，太宗皇
帝命玄奘住持大慈恩寺译经，玄奘于寺内西北约百米处修建大雁塔，即他和弟子的译经院。大雁塔是具有佛教风格的藏经楼，今大雁塔
南广场就是他当年译经讲经的长安译场。据传玄奘坐化后有九大寺院迎藏其舍利，今西安南郊兴教寺有玄奘舍利塔之一。



结果，使译经的客观性更强；与之相比较，文学创作以个体作业为主流，虽然也有合著现象，但不被鼓励，
因而文学是私人化的行为，主观性较强。另外，文学作品大多用于读者娱乐消遣，为了增加吸引力，往往
采用荒诞夸张等修辞手法，虚构成分较多，文学作品翻译时一般允许为求“达”“雅”而失去部分“信”，归
化式翻译策略较为常用。而佛经翻译和文学翻译不同，念经的都是佛教信徒，念真经才是内在真切的追
求，所以如今在一些有条件的寺院，众僧念经使用古代梵语，认为这样才不至于失真，才能得到佛祖的保
佑和超度。当然懂梵语的信徒只是少数，大多数信众还是依赖阅读译本。因此，翻译的准确性是第一追
求，译者也绝大多数是佛教僧人信徒，内心自在更追求经本的真实有效性。直译的风格长久维持不衰，
遇到目的语（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汉语难以一一功能对应的概念范畴，他们宁愿音译或者不翻译，也不愿乱
对应去翻译。
对于数量，由于译场分工越来越细的流水线作业，出“活”率大规模提高了，到了富有经验的译场组

织者手里，效率明显比早期的译经单干或小型组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提高。这表明，我国古代的译
经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辩证的来看，鸠摩罗什组织的译场，达到了我国早期佛
经翻译的最高成就，是他成就了中国的佛经译场事业，另一方面，是道安开创的当时堪为先进的长安译
场制度成就了鸠摩罗什，使他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占有辉煌的一席。

三、翻译程序

译场之所以具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体现翻译集体性流水作业的翻译程序，是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
题。在古代，与现在的个人翻译不同，译经是集体事业，往往设有口诵、笔受、证义、校验等多道程序流水
线作业。佛经译场的翻译程序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程序也由简单到复杂。早期的翻译简单
些，安世高时代只有两三道程序。越往后越复杂，甚至到了唐代玄奘的译场达到１３道工序之多。在历
史上的各个时期，译经程序有所不同：
最早史载的译经程序是，东汉《法镜经》的译出由安玄口诵，严佛调笔受记录。有没有更多的润色等

工序不得而知。
及至西晋竺法护译经，据屈直敏《敦煌高僧》“由他口授，助手笔录，翻译中用字黜除胡音，并与旧译

对照，编成合订本，最后亲自审定核校……”［１１］译经程序已经有了口授、笔录、正文（黜除胡音并与旧译
对照）、编订、审校等至少五道工序。
到了前秦道安的依官办译场，道安在《增一阿含经序》中说：“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诵二阿含，……佛念

译传，昙嵩笔受。……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１２］这是没有梵本，原经本由昙摩难提
背诵出來。“佛念译传”，是翻译梵文为汉文，也是口授。将它笔记成汉文的，是昙嵩。再由道安与法和
考正文义，僧略与僧茂助校漏失。所以，虽然题名为“昙摩难提译”，其实他只是诵出而已。据此文，道安
的译场译经至少有四道工序。另据俞森林《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中说：“道安开始组织译
场，进行佛经翻译……其译场……仅有口授、笔受为梵文、传译、笔受为汉文、正义、校对等简单程序，但
正是从那时起有了佛经译场的基本雏形，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官办译场的开端，为稍后一些来长安的西域
名僧如鸠摩罗什组织大规模译场奠定了基础。”［１３］据此可见，道安译场已经有了口授、笔受为梵文、传
译、笔受为汉文、正义、校对等六道工序。
姚秦时期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进一步完善了道安的译场制度。鸠摩罗什译经，佛经依梵本（古称

“胡本”①）而译出为“秦言”，即汉语，由于当时是后秦统治，该区域语言被称秦言。鸠摩罗什将原文口译
为中国汉语言文字，其中笔受、证义（即论证义理）、润文的，有很多人，每个步骤都有专人负责。《出三藏
记集》卷八《大品经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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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古代人对外国缺乏了解，曾经把来华的西域及阿拉伯各民族都称为“胡”，来自天竺的佛经原写本“梵语本”也被误以为“胡
语本”。



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本，口宣
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
门释慧恭、僧略、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
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１４］

由以上这段文字记录来看，罗什主持的译场译经过程，也至少含有口授、笔录①、两释（互译）、辩文、
与旧经对照、审义、书记、校验等八九道程序。

译场制度发展到唐太宗时，玄奘主持的长安译场据说已经非常严密，分工很细。王亚荣在《玄奘译
场助译僧考述》［１５］一文中考证，贞观十九年，玄奘归至京师组织译场，有２３人参译，他们职务是：证义１２
人、缀文９人、字学１人、证梵语梵文１人。到了第二年，重新调整为助译２５人，为：笔受８人、缀文８
人、正字１人、证梵语１人、证义７人。据同文，高宗显庆元年（６５６年）七月二十七日，玄奘译场在大慈
恩寺翻经院译《大毗婆沙论》时的组织结构和助译僧：笔受５人、证义７人、缀文４人、执笔２人、正字２
人。文章说“玄奘译场共出现过证义、笔受、缀文、执笔、正字、证梵文、证梵语、证文、录文等职称”，但不
是同时有此九种职称，又说“玄奘译场助译僧的变化较大。人数上多者５０余人，少时１０余人。”而尹富
林和张志芳的文章说道，“唐代玄奘主持的译场，其分工极为具体而严密。他将译经活动进行了１１种分
工：译主（即译经场的主持人）、证义（与译主评量梵文）、证文（听译主宣读梵文以验误差）、译语（亦称度
语，检查印证译主的翻译与梵本、梵义是否一致）、笔受（将译主颂出的外文记录下来并转录为汉文）、缀
文（整理记录，使之成句）、参译（参考两国文字，使之无误）、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润文（润色文
采）、誊抄、梵叹。此外，还设监护大臣监阅总校。如此明确的分工，除了显示对佛经翻译的重视外，更体
现了译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作用”［１６］。

武则天唐周时期的译经制度，相比前代来说则更加完善，张弓先生据此指出，道净任译主“宣示梵
本”并“缀文、证字”，另设“证梵文”“读梵文”“笔受”“证文”“证义”“润文”“正字”等职，运作程序与玄奘译
场相类似。参译者８３人，从身份上看有两大特点：外国人多，宰相重臣多。１３位外国人，分别来自中天
竺、东天竺、吐火罗、蔚宾［１７］。梁丽玲、朱文光亦执同样看法，“据《宋高僧传》所载，义净译场的运作程序
与玄类译场类似，但分工似乎更为细密，如增设‘证梵本’‘证梵语’‘证译’‘次文润文’等职，参译者的身
分有两大特点：一是外国僧侣比重增加，二是挂名大臣众多。与玄奖以本土出家的沙门精英团队有很大
的不同”［１８］。魏郭辉的博士论文《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１９］有较为详细的论
述，记载玄奘以及义净译场翻译职务达１３种之多，朝廷重臣加以监管，全国选拔人才助译，而且多有外
籍僧人参与，显示出译场的更为科学化的管理。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２年），宋太宗重新组织译场，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公元８１１年）中断了

１００余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天息灾译出《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密多经》，法天译出《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
尼经》，施护译出《如来庄严经》。分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译职
阶段。这是中国佛经译场的末局。②

四、时代性与地域性因素对佛经翻译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的时代性
从译场程序的时代演变可以看出，翻译水平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后期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最初

的译经三五人参加，后来发展成百上千人同时参译的宏大场面，是道安所创的译场组织制度发挥出巨大
功效，将我国古代译经事业推向新的高潮。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及北宋诸译经大师继承道安开创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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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认为应该有笔录，否则如何“两释异音，交辩文旨”？

参见台湾中华百科全书《佛教传入中国》，引用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３。另外，宋以后佛经翻译逐渐式微，但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
应用，佛经的印刷和流通速度得以加快。北宋开宝年间，宋朝官方主持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



场制度并加以发扬光大，使译经事业如虎添翼，最短时间内译出了数量庞大、质量上乘的佛经。
（二）佛经翻译的地域性
佛经翻译有南北地域之不同，原因是佛经传播路线所限。唐以前只有汉传佛教，一般分南北两条线

路：北线由西北的西域诸国今新疆地区进入关内，以敦煌、姑臧、长安、洛阳等地为译经传教中心；南线以
建业、健康、庐山、金陵等较大城市为译经中心。隋唐时期佛教东传至朝鲜、日本等地区。南北朝时期政
权割据，南北分而治之，又有了南传佛教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信仰佛教的区别，后来南传佛教又进一步
传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大约在７世纪时的唐代，由天竺直接传入，藏传佛教逐渐兴盛起来，主要在吐蕃
藏区流传，后来扩布到匈奴蒙古地区。

（三）佛经翻译与地域和时代的关系
佛经典籍的翻译效果和场地地域性没有多大关系。周健和张嘉军的文章《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

间的佛教交流》指出，“慧远弟子法领、法静受命西行取经，回经长安，干脆停止于此，利用长安译经优越
条件，翻译所取佛经。这简直给人一种没有南北之隔的印象”［２０］。可见虽然佛教有南北宗派不同，而佛
经翻译结果并没有南北差异。因为译经风格是由译场主持人风格所决定的，他的主译风格是一贯的，而
不受南北地域影响，比如西晋竺法护译经，在长安在敦煌都翻译过，风格水平基本没有差异。同地的译
场由不同的翻译家主持，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比如同为长安译场，就风格而论，鸠摩罗什是意译为主
的，玄奘则是直译和意译结合的“新译”。
从时代角度看，就直译兼意译的翻译方法论而言，玄奘的翻译比鸠摩罗什的翻译更为先进。鸠摩罗

什从小游历天竺及西域各国，对梵语、西域诸国语言以及汉语也都有较深的理解，曾发出翻译类于“嚼饭
与人”的感慨，佛经格式梵汉有别，内容更受印度文化侵染而与汉地风俗差异较大，既然不能取“信”，便
求汉语通“达”吧。可见他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解决如何更好兼顾“忠实”与“通顺”的问题，追求归
化于目的语的意译，也是不错的选择。玄奘的语言水平与佛学见解也都很杰出，在四大或者五大佛经翻
译家①中，他是唯一的汉人，他的汉语母语水平明显高出其他外来翻译家，他曾在天竺游学多年，对梵语
也非常精通，曾在天竺圣地最大的那烂陀寺辩倒过当地著名僧人。玄奘因地制宜提出“五不翻”翻译盲
区的解决方案，他的翻译被认为是非常准确而又通顺的，之后的佛经翻译基本沿袭了他的方法。

（四）文学地域性
与佛经翻译不同，文学的地域性很明显，南北文学有很大差异。我们常说的南北合流，从秦汉魏晋

南北朝始，代代都有，仍然南北文学差异显著，值得学人去研究。就是同属北方的不同省份，甚至翻过一
道山，文学风格已经有了差异。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其代表作《论文学》中，将
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
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
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所谓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
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那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２１］。她说，“北方天气阴沉，居民十分
忧郁，基督教的教义和它最早那批信徒的热忱加重了他们忧郁的情绪，并给它提出了方向”［２２］，而“南方
人民禀性偏于激奋，现在则易于接受与其气候及趣味相适应的沉思默想的生活”［２３］。由于南北地理环
境和气候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趣味与特征的文学风格。我国也一样，文学的南北差异始终
存在着。文学的地域性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五）小结———翻译有时代性，文学具地域性
佛经翻译随时代进展，文学却只有风格不同。佛经翻译和时代有关，越往后越完备、越先进。道安

及鸠摩罗什的长安译场比三国吴支谦的译场先进，但比起唐玄奘的长安译场，无论在规模上、程序上、严
密性上都有较大差距，而玄奘之后的武周时代的义净译场却不低于玄奘水平，甚至更为先进。这说明翻
译活动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而文学的时代性并不表示水平的进步，虽然风格随时代变化，差异也较为

—４３—

① 一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另一说，加上义净，为五大佛经翻译家。



明显。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就是指文体的时代演进特征。但是，宋代欧阳修、苏轼都提出
师法前人，学唐，明前后七子及清代文人也屡屡提出要学习唐代诗人，复古文风。桐城派文言文看起来
就是很古老的一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继承桐城派文言文的表现。可见文学无所谓随时代而进
步，有时候“复古”也是一种时髦与倾向。
翻译没有地域性，而文学的地域性明显。佛经翻译因组织者而异，和地域一般没有直接关系。文学

创作的南北流风格截然不同。因而可以说，翻译的地域性不明显，重要的是它的时代性，确定了它的翻
译风格、规模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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